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４（１）：１０８－１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３８５１（ｓ）．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０８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１６

基金项目：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ｊｘ１８０９０２）；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思政课程" 教育教学精品改革项目（ｊｘ１９０９０２）

作者简介：李海文（１９８５－　），男，福建龙岩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文化传播史论方面的研究。

涉外专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双语教学探究

李海文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课程之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双语教学改革相对较少，尤其是

对于涉外专业。涉外专业相比其它专业，有着涉外的特殊性，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施双语教学的重要契机。

通过教改文献调查和实践探索发现，在新时代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涉外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具有现实的必

要性，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在方法上具有可操作性。开展双语教学，不仅仅是授课语言的变化，更是话语材料的丰

富、课堂互动的加强和学生圈内思维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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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个常谈
常新的话题。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
“思政课”）教学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学生的
“抬头率问题”依然是一个痼疾。在思政课课堂上，
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欠缺，究其原因，除了教学话
语较为枯燥乏味外，还在于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不
足，以致于学生对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如专业课。纵

观近年各大高校的思政课教改，主要在于形式创新，
比如话语转换、引进新媒体、信息化教学、实践教学
等方面。［１－２］当然内容创新也有，主要体现在“课程思
政”［３］，在专业内容授课过程中穿插或伴随思想政治
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程内容
相对稳定，功能明确，可供增值之处不多。它主要是
通过史实回答政治问题，因其叙事简洁，学时有限



（理论部分通常只有３２学时），不可能通篇采用故事
话语，因而如何提升课程的含金量、增强学生的获得
感成为教学改革的关键。当前各高校在此课程的教
学和建设中，大多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
选择、教学手段的技术化，少有从授课语言形式上进
行教学的突破和革新。查阅关于“纲要”双语教改的
文献可知，刘朝华［４］、李松等［５］主要是从教学目标、
模式和效果等角度探索，缺乏深入的系统分析和具
体案例的实证研究，也未有接力研究，可谓浅尝辄
止。笔者根据教改实践，结合理论探讨，提出对涉外
专业“纲要”课程实施双语教学，试图探究开展的必
要性、可行性和具体方法，推进思政课的双语教学研
究，希冀指导实践。

一、“纲要”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本文探讨的双语教学是指采用中英两种语言，
面向的本科涉外专业主要是指英语专业、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以及中外（英语国家）合作类专业。２０１８
年全国本科院校共有１２４５所，其中设有英语专业的
高校将近千所，英语专业成为各大高校最普遍设立
的专业之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前身是对外汉语专
业，全国开设此本科专业的高校将近４００所。截至

２０１８年９月，本科层次的中外合作项目有７８９个①，
中外合作类专业亦为常见。因此这三类专业学生人
数众多，加上学习和生活方面经常接触国外信息与
知识，对他们进行“纲要”双语教学是思想意识形态
教育中的关键一环。

（一）英语能力是刚需，增强学习驱动力
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英语

是工具中的工具。对于上述三类专业的学生而言，
掌握英语已是必备的技能。如果把英语融入思政课
堂，“纲要”的含金量立马提升，将会增强学生的获得
感。在新时代下，从“供给侧”发力，以学生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坚持“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一”［６］，满足学
生的有效需求，是“纲要”教改的主要目标。通过“纲
要”课程双语教学，学生除了学习思政内容，还可以
学习英语知识，拓展思维方式，提升英语交际能力，
同时促进他们对主干课程学习，如“中国文化通论”、
“跨文化交际”等，可谓是一箭三雕，事半功倍。

（二）国际视野是抓手，助力提高思政教学水平
英语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还可以成为认知工

具。学习英语，有利塑造学生的国际视野，从全球角
度观察中国近现代史。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其
起伏兴衰与国际社会密切联动，中国近现代史成为

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脱胎于中国近现代
史，其教材所言大事，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维新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
改造、改革开放等无一不关涉国际因素；所谈的“四
个选择”问题，莫不与世界充满联系。同一事件，史
料国内外皆有，“纲要”讲授有可能也有必要避免自
说自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

要有国际视野［６］。国际视野不仅是一种思路，而且
是一种方法，还是研究和讲授“纲要”的着力点。采
用国际视野，统筹国内外学术资源，可以利用西人言
说为我所用，加强话语权。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程之一，
“纲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
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随着传播环境的改
变，面对着纷繁复杂、暗潮涌动的国外不良思潮，“纲
要”教学更应直面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将历史与现
实相结合，坚守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

正如复旦大学的朱潇潇学者所言，“理想的‘纲要’课
教学，除了必须传递完整准确的史实、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念，还应该帮助学生在国际比较视野
中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７］双语教学不仅仅
是话语形式的丰富，对于学生而言，更是思维的开拓
与视野的对比。正如美国汉学家孔飞力（Ｐｈｉｌｉｐ
Ｋｕｈｎ）的一书《他者中的华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文如书名，对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现象做出
了新解，展现了另外一番意义。“纲要”教师通过内
在视角和外在视角，利用国际视野，洋为中用，更有
利于增强传播效果，提高思政教学水平。

（三）思政课双语教改，助力打造教育新特色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教育国际化如历史之

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早在２００１年教育部就
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
工作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中第八条“积极推动使用
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要求“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
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涉外专业
“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要达到所开课程的５％
至１０％”［８］。随后，教育部将双语教学作为本科教
学评估的一项指标，专业类课程早已开展双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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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思政课作为公共课程，其双语教学进展缓慢，未有
大的突破。“纲要”若能开展双语教学改革，不仅有
利于打造思政教育新特色，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还可
面向留学生，提升办学水平，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
面。就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只有个别院校开设了“纲
要”双语课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淮南师范学院、桂
林医学院等，“纲要”双语教改还存在着广大空间。
时代呼吁“纲要”双语教学深入改革，探索授课

特色。当下网络精品课程不断上线，尤其是慕课
（ＭＯＯＣ）在教育界与科技界受到广泛青睐。在“中
国大学 ＭＯＯＣ”“学堂在线”等平台，“纲要”课程已
上线十几门。这些精品课程名师效应明显，对普通
院校的学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也给广大教师也
带来较为严峻的挑战，因为“高校教师在面对慕课课
程的大量上线时已经失去了掌握知识的优势，产生
了职业恐慌”［９］。普通院校唯有不断提高线下课程
的含金量，打造特色才能应对这一挑战。开展双语
教学，加强师生互动，优化学生的课堂体验，是破解
冲击的有力一招。双语教学不仅可以坚守阵地，加
强意识形态工作，而且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
生文化国际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拓宽国际视
野，创新思维方式，帮助他们全方位、多角度地认知
历史和政治，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纲要”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纲要”开展双语教学具有很大的必要性，而其
成功与否在于“三教一生”，即教材、教师和教法以及
学生四大方面条件是否满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不断推进高校内
涵式发展，为“纲要”双语教学提供了许多可行条件。

（一）教材资源较为丰富，提供了教学改革开发
基础

“纲要”教材一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统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即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可以此统编
教材为纲，选择相关英语教材教辅，逐步自编教材；
双语教学可采取“汉语教材＋英文讲授”模式开展，
学生使用统编汉语教材。另外，中国史研究早已国
际化，海外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不少，值得
批判式使用。相关的英文版图书可作参考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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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ｓｔ　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Ｑｉｎｇ》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Ａｎ　Ｉｍ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Ｃｈｉｎａ：Ａ　５０００－Ｙｅａｒ　Ｏｄｙｓｓｅｙ》（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等。国内编写双语教材有《历史专
业英语》（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史学专业英语》
（群言出版社，２００８）、《历史英语文选》（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０９）、《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历史学专业英
语新编》（长春出版社，２０１３），其它资源有《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５）等。这些著作出自名家之手，史论结合，相对
权威，为书本话语转换成课堂话语提供了开发基础。
授课讲师可以结合本校学情进行有机整合，出炉一
套难度循序渐进的课件和讲义。

（二）师资水平不断提高，授课教师的英语水平
能够统筹胜任

近年来，“纲要”课程新进校的任课教师基本上
具有博士学历，非博士学历的教师也在努力提升学
历，加强教学能力建设，师资水平可谓日益提高。大
部分任课教师都已通过ＣＥＴ－６考试，甚至还有留学
或海外任教经验（如交换生、联培生、孔子学院志愿
者等）。“纲要”课青年教师大多毕业于师范院校的
历史系和各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研究生阶段基本
上接受过专业外语等双语课程的训练，成为双语师
资选拔的重要对象。随着高校进修和培训项目的日
渐丰富，尤其是境外访学的增多，加上教师本人的努
力，越来越多青年教师具有能力或潜力承担“纲要”
双语授课的任务。在开设涉外专业的院校，英语教
师、学科建设等相关资源本身就相对丰富。退一步
而言，“纲要”授课教师即使单枪匹马难以胜任的话，
还可以改变授课方式，运用集体的智慧与力量。采
取团队授课方式，整合中外教、思政与英语专业教
师、校内外师资资源，可以扬长避短，打造出一支双
语授课队伍。

（三）其他课程的双语教学经验丰富，提供了教
法借鉴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作为一种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
学理念，双语教学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和采用。
中国双语教学不断开展，一些重点高校如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等较早引进了
双语教学理念，使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
取得了显著成果。近年来，诸如地方性院校、民办院
校，甚至高职学院等不断发力，探索双语教学。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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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课程实践和理论探索，犹如他山之石，为“纲
要”双语教学提供了有益参考。另外，教育部思政司
大力提倡“手拉手”集体备课，群策群力，共谋教学发
展。“纲要”可以而且应该集体备课，不仅在思政内
部教师之间，还可以邀请英语专业教师和其他双语
课程教师参与备课，共同打造适合本校学生的一套
教法。

（四）涉外专业的学生有意愿且有能力学习公共
课的双语课程

当然，作为教学对象，学生英语水平也必须考
虑。涉外专业学生的英语基础相对较好，因为招生
条件之一便是英语要符合一定水平，通常要达到

６０％的分值，甚至还有口试成绩的要求。他们对英
语比较感兴趣，开设英文或双语课程多，比较愿意和
有能力攻读公共课的双语课程。笔者曾对本校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级英语专业的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对

２０１７级在上完常规课程之后发放，对２０１８级在双
语课程开始之前发放），发现绝大部分对英语感兴
趣，８０．６４％同学认为“纲要”课程有必要或者非常有
必要开设双语教学。国内已有一些中学如外国语学
校、大学附中等在高中阶段开展了历史双语教学，编
写了《开辟新航路：中学生学科英语阅读》（宁夏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５）、《双语教师手册：中学历史和地理分
册》（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等教材教辅，为“纲要”
双语教学奠定了一定的教学基础。“千禧一代”的大
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中小学英语教学水平也
越来越高，他们的水平整体比９０后要高一些。根据

２０１８年瑞典教育机构英孚发布的报告，中国人的英
语水平在全球８０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３６位，是

２０１１年以来的最高水平①。由此观之，“纲要”在涉
外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具有较大可能性。

三、“纲要”双语教学的四大着力点

开展“纲要”双语教学并非为了双语而双语，英
语只是一种重要手段，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实现立德
树人才是根本目的。如何开展必须围绕教学的根本
目的寻找切入点。笔者结合教学实践得出，通过术
语翻译、英文史料、英文互动等方面，“纲要”双语教
学大有可为。

（一）术语翻译透视本质，词性色彩彰显意识形态
在语言学中，词汇是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作用

巨大。术语对于学科，好比词汇对于语言。术语是
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

言符号，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如何进行术语

翻译是双语教学的重中之重。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杰弗里·利奇（ＧｅｏｆｒｅｙＬｅｅｃｈ）将意义划分为七种：
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折射意
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１０］，得到业内认可。首先
比较术语中英版本的概念意义，不少中文的意义更
为模糊，更具抽象性。有些专有名词比如“会审公
廨”“苏维埃”“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近代以来产生的
词语缺乏历史土壤，让人难以对接认知结构，不易理
解其意思。倘若使用对应的英文，则是“Ｍｉｘｅｄ
Ｃｏｕｒｔ（混合法庭）”“Ｓｏｖｉｅｔ（代表会议）”“Ｇｕｉ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行会社会主义）”等将更为直观形象、浅显
易懂。在内涵意义方面，有些专有名词比如“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中流砥柱”等意思比较模糊，让人难
以理 解。倘 若 使 用 对 应 的 英 文，则 是 “Ｔｈｅ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ｅｎｔ（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事件）”、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Ｒｏｃｋ　ｉｎ　Ｍｉｄｓｔｒｅａｍ／Ｂａｃｋｂｏｎｅ（激流中
的磐石／脊柱）”等，它们的引申义或比喻义就通过英
文表达呼之欲出，便于理解。

值得重点一说的是情感意义。尽管历史声称客
观公正，然而史书则是由人而写，字里行间无不蕴含
着作者的史观。比较中英双语的情感色彩，英语倾
向褒 贬 同 词，汉 语 倾 向 褒 贬 异 词。［１１］ 例 如，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意为恢复与复辟，“ｏｖｅｒｔｕｒｎ”意为推翻
与颠覆，如果把中英双语的术语放在一起，就容易发
现双方的立场与观点。比如，“抗日战争”倘若翻译
为“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第二次中日战
争）”或“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　Ｗａｒ（反日战争”）就模糊了正义
与邪恶。其中的“Ａｎｔｉ”虽然具有“对立”之意，但无
“抵抗”被迫应战的意思。此外，它还偏向贬义使用，
蕴含 实 施 主 体 的 邪 恶 性，如 “反 共 （Ａｎｔ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反社会（Ａｎｔｉ－Ｓｏｃｉａｌ）”，因此“抗日
战争”宜翻译为“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另外，“抗美援朝”也类似地不宜直接套用
西方说法“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朝鲜战争）”，而宜针对性地
翻译为“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Ｕ．Ｓ．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ｄ　Ｋｏｒｅａ”。对 于 “解 放 战 争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大都西方人同样缺乏正义立场，视为“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中国内战）”，言下之意是国共争
权夺利的战争。实际上，抗战之后国内出现过和平
发展的机遇，共产党主和，然而国民党却主战，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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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行发动了所谓的内战。翻译在表面上是将一种语
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实际上是文化上的一种交流，
“跨文化是翻译的根本特征”。［１２］话语如何表达必然
夹杂编码者的情感，把中英话语放在一起，就容易发
现蕴含其中的意识形态。
就中国内部而言，清王朝与革命势力、国共两

党、国民党左右翼的相关话语通常是对立的，西方的
立场或观点通过翻译亦可洞悉意识形态。例如，“太
平天国运动”，从清王朝立场来说是“Ｔ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叛乱）”，从太平天国的角度来说就是
“Ｔ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太平革命）”，而当下主流
意见则是“Ｔ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太平天国运
动）”。同理，“义和团运动”一事，分别对应是“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拳乱）”，“Ｂｏｘｅｒ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义和团
起义）”和“Ｙｉｈｅｔｕ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义和团运动）”。在
近代，国共两党曾有合作更有对立，对同一个历史事
件的话语并不相同。例如，在国民党历史文献中所
谓的“四一二清党（Ａｐｒｉｌ　１２Ｐｕｒｇｅ）”在共产党话语
体系中被表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Ａｐｒｉｌ　１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ｕｐ）”或 “四 一 二 慘 案
（Ａｐｒｉｌ　１２Ｔｒａｇｅｄｙ）”。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派系
林立，并不团结。对于 “福建事变 （Ｔｈｅ　Ｆｕｊｉａ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右 派 称 为 “福 建 叛 乱 （Ｆｕｊｉａｎ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左 派 则 为 “闽 变 （Ｔｈｅ　Ｆｕｊｉａ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４４年美国欲派使团
赴延安考察，该使团的命名成为一则典型案例。美
方最初是想将使团称为“美军代表团”或“中缅印战
区美军观察团”。但蒋介石觉得称为“团”规格太高，
要求改为“视察组”。“视察”通常在上级对下级时才
使用，这种称谓对中共方面来说显然不适合。最后，
经美方、重庆、延安三方协商，将代表团的名称定为
“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即通常所说的美
军观察组。美国人给这个观察组起了个绰号，叫做
“迪克西使团（Ｔｈｅ　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迪克西”意指
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在这里则暗指陕北
解放区）。对同一事物使用不同称呼，显示了意识形
态的差异。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说，“一
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多重含义，其中之
一是指研究历史从当下出发，每代的历史教育断然
是为那一代人服务的。通过术语翻译有利于透视本
质，区分关键词语的褒贬色彩有利于洞悉意识形态，
进而发现话语者的立场。这些历史术语和史实还可
以对接涉外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的“言语符号与
行为”、“种族中心主义”、“价值观”等知识要点。

（二）“西经”注我，增强思政话语的说服力
大学生绝大部分已成年，具有一定的学科知识

和判断能力，思政教学论证观点不宜“一言堂”或采
用“一家之言”，单一信源难以让人信服。尤其是在
信息传播发达的今天，学生通过手机获取信息信手
拈来。各种不良思潮也夹杂而来，严重混淆学生的
视听。教师可以因势利导，乘势而为，挖掘英文史料
辅证观点，“西经”注我，提高思政话语的说服力。
例如，关于红军长征，国民党史学认为红军乃是

逃跑，我们却认为是战略转移。在讲述这个问题时，
有不少学生第一感觉也是认为逃跑。除了用传统材
料论述战略转移的观点外，教师还可以而且应该运
用第三方的观点，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Ａｇｎｅｓ　Ｓｍｅｄｌｅｙ）、军
事史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Ｓａｍｕｅｌ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等人
的说法，加强说服力，给予学生彻底正确的认知。斯
诺在描述长征时所用的词语是“ｒｅｔｒｅａｔ（撤退）”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撤出）”“ｔｒｅｋ（长途跋涉）”“ｍｏｖｅ（移
动）”“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迁移）”“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ｌｏｉｔ（伟大业绩）”
等；［１３］格里菲斯称之为“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ｆｅａｔ（雄伟的壮
举）”，史沫特莱称之为“ｇｒｅａｔ　ｅｐｉｃ（伟大史诗）”，美
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克雷格（Ａｌｂｅｒｔ　Ｃｒａｉｇ）称之
为“史诗般”［１４］２４８。再如，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是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个问题？“纲要”教材主要
是从党的民族担当和责任意识来解释，说法比较笼
统，论证略显乏力。除了教材解释外，倘若加上西方
学者的“国共比较”观点，将会有域外特色，增强说服
力。例如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
（Ｊｏｈｎ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认为“用常规的阵地战是打不败日
本军队的，只有用游击战法才能消耗他们的实
力”；［１５］英国记者贝特兰（ＪａｍｅｓＢｅｒｔｒａｍ）认为“中华
民族真正力量不在沿海的大城市、省会，而是在乡
村、市镇……乡村将变成抗战的真正核心”；［１６］美驻
华使馆人员写给美国务院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将
成为最强有力的和最有建设性的统一中国的力

量”；［１７］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父子认为“毛泽东的
军队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坚定、英勇
和顽强，并且大体戒除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农民所
常带的鲁莽的恶习。”［１８］诸如此类，都直接叙述了
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做法、活动场所和表现等，进而
印证了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台柱子”作
用。这些西方人士的观点并未“明示结论”，而是
“寓观点于材料之中”，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大学
生更具传播效果。当然，在“纲要”教学中，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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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观点的原文和中文翻译都应同时出现，以示
真实，增强说服力。

（三）活用英语增强互动，体验学习入脑入心
“纲要”课堂教学融入英语，不仅拓展学生思维，

而且还增加互动环节，活跃课堂气氛。《大学英语》
课程的互动方式如朗读、翻译、情景剧表演等，都可
有机融合到传统“纲要”课程中。其中翻译关键词语
时，要求学生运用比较方法，加深历史认知，实践证
明颇为有效。例如，当提及日军７３１部队时，说其
“广为人知”，如何翻译？根据笔者课堂实践，学生回
答不一，以“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居多。实际上，此处不宜用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出名的，中性），更不能用“ｆａｍｏｕｓ”
（著名的，褒义），而应该用“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臭名昭著的，
贬义）。
有些英语词褒贬兼用，主要体现在语境中。例如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通常翻译为“多亏”，但它具有褒义也有贬
义，学生在翻译时往往不到位。“Ｔｈｕｓ，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ａｓｃｉ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ｔｈ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ｒｏｓ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ａｔ　ｏｆ　ｗａｒ．”此句是说“这样，由于
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作祟，就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
战争策源地。”其中“作祟”二字鲜有人想到，加上则立
场鲜明，信达雅皆有之。还有对“国民党”的翻译，尤
其是 １９２７ 年 大 革 命 失 败 后 的 国 民 党，应 用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ＫＭＴ）”，不宜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两大集团叛变了革命，国民
党不再是大革命时期的“四大阶级联盟”（工人、农
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地主
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正如毛
泽东所言，“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
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１９］国民党并
不能真正代表国民，应避免使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国
民）”一词。另外，如今的民主党派是除执政党中
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倘若译为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ｅｓ”，隐含意义可能是中共不是一
个民 主 的 党，所 以 宜 译 为 “ＭｉｎｚｈｕＤａｎｇｐａｉ”或
“Ｍｉｎｚｈｕ　Ｐａｒｔｉｅｓ”，［２０］这样才能够准确表达中国特
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通过英汉对比，小中见大，分析更到位，记忆更

深刻。正如西方有句名言：“Ｔｅｌｌ　ｍｅ，Ｉ　ｗｉｌｌ　ｆｏｒｇｅｔ；

ｓｈｏｗ　ｍｅ，Ｉ　ｍａｙ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Ｉ　ｗｉｌ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告诉我，我会忘记；给我示范，我可能
记住；让我参与，我将理解）。”①活用英语可以引入
体验学习的方法，升级改造传统的“纲要”教学，促进
学生对知识点和价值观的入脑入心。

（四）通过双语教学构建中国话语，正面传播中
国形象

涉外专业的学生因其学习和未来工作的涉外

性，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只有
知己知彼，认知准确，方能有效传音。历史、政治与
英语有机结合，可以促进学生对国史国情的认知，有
利于学生构建准确的中国话语，正面传播中国形象，
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晚清，中国与朝鲜应是宗藩关系，却被西人德

里质疑［２１］。倘若认同把朝鲜译为“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朝
贡国）”而非“Ｖａｓｓａｌ　Ｓａｔｅ（藩国或附属国）”的话，不仅
不符合史实，而且还中了西方美化侵略的圈套，立场
颠倒。实际上，同为美国人的克雷格认为“朝鲜自视
为中国的附属国［１４］２４８”，也有力反驳了德里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政府机关的
“宣传部”被翻译为“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其实并
不恰当。“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曾被德国纳粹使用，在西方已
具有了贬义色彩，宜改为“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然而，现实当中
还有不少地方使用“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对于国家领导人
描述词语如政治家，要旗帜鲜明地使用“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
（褒义）”，而不主张采用“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褒贬兼用）”，以
免混淆视听。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属
于工人阶级政党，翻译“工人”时用词应是“ｗｏｒｋｅｒ”
或者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无产阶级）”，不宜使用“ｌａｂｏｒ
（劳工）”。因为英国的知名党派“工党”对应的英文
是“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它虽然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口号，
但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并不奉行马克思主义。
谁先用某个词，经大众传播之后谁就占据了赋予某
个词的一些特殊属性的先机。生搬硬套，盲目对接，
必将不利于精准传播中国形象。比如“人类命运共
同体”国际上有多个版本，哪怕华裔学者翻译也得慎
重，如谭中教授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ｙ”［２２］，具有些许宗教宿命论的色彩，不太符合
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要积极推广使用中央部门核
准 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２３］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解决了“挨打”和
“挨饿”问题，接下去要重点解决的是“挨骂”问
题。［２４］破解“挨骂”，在于提高话语权；提高话语权，
必要条件是了解内外，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
起来，准确发声。构建现代中国话语体系，要具有高
度的政治意识，跨越文化差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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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２５］，第一时间准确发声，才
能正面传播中国形象。
以上四个方面不仅是开展“纲要”双语教学的着

力点，也是授课教师的重点和难点。这就需要学校、
教师和其他各方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在物质上增加
投入，加强研修，充分备课。

四、结　语

“纲要”课程开展双语教学，不仅仅是授课语言
的变化，更是话语材料的丰富、师生互动的加强和圈
内思维的拓展。融入英语并非单纯在做加法，而是
在做乘法，具有“思想库”效应。在涉外专业开设“纲
要”双语课程，具有较强的现实必要性，一是英语作
为刚需可以增强学习驱动力，其二国际视野的拓展
有助于提高思政教学实效，三是思政课程双语教学
助力打造教育新特色。时至今日，开展“纲要”双语
教学已经具有较充分的可行性，核心的“三教一生”
问题可以统筹解决。同时它在方法上还具有较多的
可操作性，一是术语翻译透视本质，词性色彩彰显意
识形态；二是“西经”注我，提高思政话语的说服力；三
是活用英语增强互动，体验学习入脑入心；四是通过
双语教学构建中国话语，正面传播中国形象。笔者通
过两轮教学，运用调查问卷、期末试卷、个别访谈等手
段测试教学效果，大部分学生客观指标良好，主观上
给予了正面评价，觉得收获不少。学生的信息输入更
加多元辩证，课堂体验更加丰富有趣，知识输出更加
清晰可靠。当然“纲要”双语教学实效方面还有待进
一步探讨，需要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和较长时段的多
轮检验。总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双语教学是一
座富矿，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借此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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